
空间功能分工有助于
缩小地区差距吗？

———基于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１ 年中国城市群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赵　 勇　 齐讴歌

摘 要　 加强区域合作和推进空间功能分工是当前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

取向， 但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集聚基础上形成的空间功能分工是否能够缩小

地区差距仍是有待验证的命题。 作者运用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１ 年中国 １６ 个城市

群的面板数据证实： 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之间呈现出典型的倒 “Ｕ” 型

曲线关系， 即随着空间功能分工的深化， 地区差距会扩大， 但当空间功能分

工超过转折点后， 地区差距则会缩小。 通过对比中国主要城市群空间功能分

工指数发现：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中国仅有长三角、 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进入

倒 “Ｕ” 型曲线的后半段， 另有部分城市群正在或即将跨越拐点， 但仍然有

一半左右的城市群处于倒 “Ｕ” 型曲线的前半段， 其中一些城市群跨越空间

功能分工的拐点可能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此外， 本文还为城市服务业的劳动

生产率与该城市到大港口的距离存在着三次的 “∽” 型曲线关系提供了间

接证据， 即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市服务业集聚效率较高， 而中部地区集

聚效率较低。 上述结论意味着， 在通过加强区域合作和推进空间功能分工来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 不同类型的城市群应该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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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随着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在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

下， 深化区域合作与分工， 提高资源空间配置效率， 成为实现区域协调、 协同和共同

发展的重要战略取向。 许多文献强调了形成一体化新型产业分工格局在促进城市群转

型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重要性， 主张通过促进形成空间功能分工格局来实现协调

发展 （ 江 静、 刘 志 彪， ２００６； 张 若 雪， ２００９； 赵 勇、 白 永 秀， ２０１２； 魏 后 凯，
２０１３）。 但是， 上述政策主张仍然需要严谨的经验研究来证实， 即城市群层面的分工

协作是否必然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 产业集聚基础上形成的 “中心 － 外围” 空间结构与地区差

距紧密相关， “中心 － 外围” 结构会使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的地区差距逐渐扩大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１； Ｆｕｊｉｔａ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９； 范剑勇， ２０１３）。 但另一些研究表明， 制造业

集聚并不一定会引起地区差距的扩大 （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８；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Ｍａｙｅｒ，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进一步地， 一些文献对上述研究进行了整合并基本达成一致的认识， 即根据

经济一体化程度 （贸易成本或运输成本） 的不同， 产业集聚与地区差距之间存在钟

状曲线式的倒 “Ｕ” 型关系， 但是对于上述空间发展的钟状曲线是否存在， 学术界同

样存在很大的争议 （Ｃｏｍｂｅ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此外， 新经济地理学对产业集聚基础上

形成的 “中心 －外围” 空间结构与地区差距关系的研究， 并没有将服务业纳入分析

框架。
按照上述关于产业集聚基础上形成的 “中心 － 外围” 空间结构与地区差距的倒

“Ｕ” 型关系， 中国城市群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经历地区差距先攀升后下降的过程。
那么， 这一倒 “Ｕ” 型关系在中国城市群发展过程中是否成立？ 如果成立， 中国城市

群目前处在倒 “Ｕ” 型曲线的哪个阶段？ 如何尽快进入倒 “Ｕ” 型曲线的后半段以减

小地区差距带来的损失？ 同时， 在将服务业纳入分析框架后， 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集

聚基础上形成的 “中心 －外围” 空间结构与地区差距之间是否也存在钟状曲线式的

倒 “Ｕ” 型关系？ 此外， 大地理范围和小地理范围层面， 产业集聚与地区差距之间的

机制和影响不尽相同。 因此， 利用中国城市群层面的数据做出细致的验证， 客观准确

地认知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集聚基础上形成的 “中心 － 外围” 空间结构以及空间功

能分工格局与地区差距之间的关系显得非常重要。
有鉴于此， 本文使用中国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个城市群的动态面板数据， 对空

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严格的检验。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综

合考虑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集聚及其在集聚扩散的动态过程中形成的 “中心 － 外围”
空间结构特征， 并采用系统广义矩 （ＳＹＳ⁃ＧＭＭ） 模型来验证空间功能分工对地区差

距的影响； 第二， 根据中国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 “拐点” 估计结果， 对不同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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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类， 并提出差异化的应对思路。 本文发现，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之

间的倒 “Ｕ” 型曲线关系在中国是成立的， 倒 “Ｕ” 型曲线的拐点在 ２􀆰 ４３ 左右。 对

中国各个城市群的测算结果表明， 仅有部分城市群已经处于倒 “Ｕ” 型曲线的右半

段。 这意味着， 通过区域合作和空间功能分工来促进城市群协调发展， 需要对处于不

同阶段的城市群采取不同的策略。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文献综

述； 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 第四部分是计量回归结果及分析； 第五部

分是对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 “拐点” 的测算以及对不同城市群的具体分析； 第六部

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

产业集聚及其空间分布是影响地区差距的重要因素。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 在市场

自组织机制的作用下， 产业分布通常会呈现出 “分散 － 集聚 － 扩散” 的动态演进过

程， 并在上述动态过程中逐渐形成 “中心 － 外围” 空间结构。 不仅如此， 上述空间

结构会对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的市场规模、 劳动生产率产生不同的影响， 进而引起地

区差距的变化。 但是在经济地理与地区差距之间是否存在倒 “Ｕ” 型曲线关系， 学术

界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
一方面， Ｆｕｊｉｔａ 等 （１９９９） 认为， 制造业集聚基础上形成的 “中心 － 外围” 空间

结构会使中心城市市场规模扩大， 在 “价格指数效应” 和 “市场规模效应” 的作用

下， 使得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的地区差距扩大。 另一方面， “本地市场效应” 理论表

明， 产业集聚并不一定会引起地区差距的扩大 （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Ｍａｙｅｒ，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Ｃｏｍｂｅ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导致上述两种认识不一致的原因是， 二者的生产函数假设及

其构成不同。 事实上， “中心 －外围” 理论和 “本地市场效应” 理论只分析了经济地

理分布与地区差距关系的两种极端情况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Ｍａｙｅｒ， ２００４）， 即劳动力流动中

“要素价格调节效应” 和 “产业结构数量调节效应”。① 基于中国经济地理的系列实

证研究分别证实了上述结论。 范剑勇和张雁 （２００９） 研究发现， 高技能劳动力流动

所产生的 “中心 －外围” 空间结构必将导致地区间劳动力要素价格差异扩大。 范剑

勇和谢强强 （２０１０） 则发现， 资本跨区域流动形成的 “本地市场效应”， 在引致产业

集聚过程中并不会使地区收入差距扩大。 进一步地， Ｃｏｍｂｅｓ 等 （２００８） 对上述理论

进行了有效整合， 建立了更一般的分析框架， 能够逻辑一致地解释集聚与地区差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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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技能劳动力向优势区域转移与集中， 由此产生的工资高于其流出区的平均工资水平， 因此劳动力流

动不是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而是拉大了地区间收入差距， 这一现象被称为要素价格调节。 相反， 资本跨区域流

动、 低技能劳动力没有或很少跨区域流动， 由此导致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没有扩大， 而多数产业向优势地区集

中与转移， 这一现象被称为产业结构的数量调节。



间的关系。 其在线性模型下引入农产品交易存在贸易成本、 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导致拥

挤成本、 不同消费者的迁移行为是异质的等理论假设， 从理论上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地

区差距的动态影响过程， 得出空间不平衡遵循钟状曲线特征， 即在经济一体化的初期

阶段， 区际差异不断加剧， 在经济一体化达到某一临界值时， 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深

化， 区际差异开始缩小。 基于中国经济地理与地区差距的实证研究中， 范剑勇和朱国

林 （２００２） 以及范剑勇 （２００８） 对中国地区差距扩大的结构因素进行了分解， 并分

析了空间结构通过 “产业结构效应” 与 “产业集中效应” 两种途径影响地区差距的

作用机制， 认为第二产业的高产值份额和非农产业在空间上的不平衡分布是中国地区

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 陈秀山和徐瑛 （２００８） 证实， １９９６ 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空间结

构变动呈现出聚集为主的特征， 且 “中心 － 外围” 地区分化特征非常显著。 范剑勇

（２００４） 进一步指出， 受市场一体化阶段差异的影响， 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化对

地区差距的作用方向是不同的。 在市场一体化较低水平阶段， 循环累积效应会扩大地

区差距； 在市场一体化较高水平阶段， 产业转移效应则会缩小地区差距。
已有文献对产业空间分布结构与地区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为我们认

识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之间的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问

题和不足： 第一， 已有研究没有将服务业纳入产业集聚与地区差距关系的分析框架，
也没有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集聚基础上形成的 “中心 － 外围” 空间结构以及空间

功能分工格局与地区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 从现实来看， 制造业与服务业共同集

聚或协同集聚 （Ｃｏ⁃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的特征非常明显 （Ｅｌｌｉ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陈建军、
陈菁菁， ２０１１； 陈国亮、 陈建军， ２０１２）， 并且二者在集聚扩散的动态演进过程中会

逐渐形成 “中心城市主要以服务业集聚为主， 外围城市主要以制造业集聚为主” 的

“中心 －外围” 空间结构， 进而出现 “中心城市主要承担管理和研发功能， 外围城市

主要承担制造和加工功能” 的空间功能分工格局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ｇａ， ２００５； 江静、
刘志彪， ２００６； 张若雪， ２００９； 赵勇、 白永秀， ２０１２）。 第二， 缺乏对小地域范围内

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的实证分析。 相关研究更多地从宏观空间层面对产业集聚与

地区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Ｆｕｊｉｔａ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９； 范剑勇，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３），
但是过大的地域空间分析容易忽略一些重要的变量 （如土地和交通）， 难以反映小地

域范围内空间功能分工的根本特征， 也就有可能使对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之间的

经验判断存在偏差。 原因在于， 城市集聚与分工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在大地

域范围和小地域范围是完全不同的， 只有在小地域范围内研究这一问题才有意义

（Ｆｕｊｉ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ｉｓｓｅ， ２００２； Ｃｏｍｂｅ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范剑勇、 李方文， ２０１１）。 因此， 本

文采用中国 １６ 个城市群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１ 年的面板数据， 以空间功能分工来反映制造

业和服务业在集聚中扩散的动态过程， 进而对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的倒 “Ｕ” 型

关系进行检验， 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各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阶段进行分类， 探究各

类地区的具体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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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一） 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空间功能分工对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地区差距的影响，
这既包括当前因素的影响也包括过去因素的影响， 从长期来看是一动态过程。 同时，
本文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 会引起内生性问题。 对

于上述问题， 已有研究主要是使用差分广义矩估计法 （ＤＩＦ⁃ＧＭＭ） 和系统广义矩估

计法 （ＳＹＳ⁃ＧＭＭ） 解决。 相对而言， ＳＹＳ⁃ＧＭＭ 估计量具有更好的有限样本性质， 是

目前解决联立内生性问题的较有效方法， 本文主要利用 ＳＹＳ⁃ＧＭＭ 进行研究。 本文设

定如下动态面板数据计量模型：

ｙｉｔ ＝ α ＋ β１ｙｉｔ－１ ＋ β２ ｆｄｉｔ ＋ β３ ｆｄｉｔ
２ ＋ β４ ｘｉｔ ＋ μｉｔ ＋ εｉｔ （１）

其中， 因变量ｙｉｔ为 ｒｇｄｐ、 ｒａｇｄｐ 两项， 分别表示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实际

ＧＤＰ 的比值， 以及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实际人均 ＧＤＰ 的比值， ｙｉｔ － １表示其滞后一期；
ｆｄｉｔ、 ｆｄ２

ｉｔ分别表示城市群 ｉ 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空间功能分工程度及其二次项， 通

过二次项的系数正负可以确定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之间是否存在倒 “Ｕ” 型关

系； ｘ 为一组控制变量， 包括城市规模比 （ ｒｃｉｔｙｓｉｚｅ）、 投资比率比 （ ｒｉｎｖｅｓｔ）、 人力资

本比 （ ｒｈｕｍｍａｎ）、 对外开放水平比 （ ｒｏｐｅｎ）、 地方政府竞争程度比 （ ｒｃｏｍｐｅｔｅ）、 运

输条件 （ ｔｒａｎｓ）， μｉｔ表示不可观察的地区效应， εｉｔ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设定与数据来源

本文重点关注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空间功能分工与城市群地区差距之间的关

系， 但由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地区差距还受到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 本文也将

这些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 下面我们对变量的定义和数据来源进行详细

介绍。
（１） 被解释变量

按照已有研究的通常做法 （高波等， ２０１２）， 我们采用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相

对实际总产出 （ ｒｇｄｐ） 来度量城市群间的地区差距。 城市相对实际产出用中心城市的

实际 ＧＤＰ 除以外围城市的平均实际 ＧＤＰ， 并用各城市地区生产总值指数折算为以

２０００ 年为基期的实际值。 同时， 出于稳健性检验的需要， 我们还选择中心城市和外

围城市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 ｒａｇｄｐ） 来衡量地区差距。
（２） 核心解释变量

ｆｄｉｔ表示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空间功能分工程度。 本文借鉴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Ｐｕｇａ
（２００５） 的思路， 以中心城市 “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 ／ 制造业从业人员” 与外围

城市 “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 ／ 制造业从业人员” 的比值来测度城市群空间功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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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水平。①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ｆｄｉｔ ＝
∑Ｎ

ｋ ＝ １
Ｌｃｋｓ（ ｔ） ／∑Ｎ

ｋ ＝ １
Ｌｃｋｍ（ ｔ）

∑Ｎ

ｋ ＝ １
Ｌｐｋｓ ／∑Ｎ

ｋ ＝ １
Ｌｐｋｍ

（２）

其中， ∑Ｎ
ｋ ＝ １Ｌｃｋｓ （ ｔ）、 ∑Ｎ

ｋ ＝ １Ｌｃｋｍ （ ｔ） 分别表示在时期 ｔ 城市群中心城市 ｃ 中生产

性服务业、 制造业的从业人数； ∑Ｎ
ｋ ＝ １ Ｌｐｋｓ、 ∑Ｎ

ｋ ＝ １ Ｌｐｋｍ分别表示在时期 ｔ 城市群外围城

市中生产性服务业、 制造业平均从业人数。 ｋ 代表城市中的产业， ｋ ＝ １， ２， …， Ｎ。
按照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国家标准， 本文将二位数代码在 ５１ － ６２、 ６８ － ７８ 区间内

的服务业确定为生产性服务业，② 将二位数代码在 １３ － ４３ 区间的行业界定为制造

业，③ 并通过观察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的正负性， 来验证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

差距之间是否存在倒 “Ｕ” 型关系。
（３） 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文献的做法， 同时考虑到中国城市群地区差距现实， 本文选择以下控制

变量：
城市规模比 （ ｒｃｉｔｙｓｉｚｅ）： Ｇｌａｅｓｅｒ 和 Ｓｈａｐｉｒｏ （２００３） 以及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Ｐｕｇａ （２０１４）

等认为， 城市规模是城市经济产出与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决定因素。 本文的城市规模比

由中心城市规模除以外围城市平均规模得到。 其中， 城市规模用城市常住人口来

衡量。
投资比 （ ｒｉｎｖｅｓｔ）： 投资是影响经济产出的重要因素， 特别是中国仍然处于投资

驱动为主的发展阶段， 投资对城市经济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更加重要 （柯善咨、
赵曜， ２０１４）。 本文的投资比由中心城市的平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以外围城

市的平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计算得到。
人力资本比 （ ｒｈｕｍａｎ）： 一个地区的人口素质或者人力资本会影响其经济增长

（Ｆｌｅｉｓｈ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本文人力资本比由中心城市人力资本水平除以外围城市平均

人力资本水平得到。 其中， 人力资本水平采用 “城市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 ／城市年

末总人口”。
地方政府竞争程度比 （ ｒｃｏｍｐｅｔｅ）： 中国地方政府及其竞争在要素流动、 地方公

共产品和基础设施供给、 城市规模分布与区域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政府规模越

大， 其对市场的干预能力也越强， 越能在招商引资方面取得成效 （ 周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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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在计算空间功能分工过程中， 对单核城市群与双核城市群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双

核城市群中， 中心城市 “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 ／ 制造业从业人员” 用两个核心城市的平均值计算得到。
具体包括：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査业。
具体包括：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２００８）。 本文以中心城市非公共财政支出①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的比重除以

外围城市平均非公共财政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的比重作为地方政府竞争

的代理变量。
开放程度比 （ ｒｏｐｅｎ）： 各个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也会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

响 （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Ｆｅｎｇ， ２０００）。 本文开放程度比由中心城市对外开放程度除以外围城市

平均对外开放程度得到。 其中， 对外开放程度采用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地区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
运输条件 （ ｔｒａｎｓ）： 新经济地理学将运输成本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内生变量，

运输成本或贸易成本是决定厂商区位选择、 产业集聚与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１； Ａｍｉｔｉ， ２００５）。 运输成本和运输条件主要取决于交通基础设施， 其

中最主要的是取决于铁路密度和公路密度。 本文参考刘秉镰等 （２０１０） 的做法， 铁

路密度和公路密度分别用 “每平方公里的营运铁路里程” 和 “每平方公里的公路通

行里程” 来表示， 数据来源于 《中国交通运输统计年鉴》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２）。 由于 《中
国交通运输统计年鉴》 中只有省级数据， 缺少市级层面的数据， 因此， 需要寻求替

代办法进行计算。 基本思路是： 交通基础设施的连接性特征决定了其对城市群范围内

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影响是双向且同步的。 因此， 城市群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交通

基础设施的变化对于二者地区差距的影响， 可以近似通过城市群所在省份交通基础设

施变化来大致反映， 尽管这样处理难以完全反应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运输基础设施之

间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 但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

步， 计算城市群所在省份交通基础设施密度， 采用每平方公里的铁路和公路里程这一

指标； 第二步， 计算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分别占所在省份国土面积的比例， 其中， 外

围城市占所在省份国土面积比例通过对外围城市中各城市所占比例的加总平均获得；
第三步， 分别计算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占所在省份面积的比例与省份基础设施密度的

乘积， 再计算二者之比②即可得到。 需要说明的是， 城市群范围涉及到两个或三个省

的情况， 其交通基础设施密度通过加总平均得到。
（三） 样本数据描述

本文选取中国 １６ 个城市群作为研究区域， 包括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珠江三角洲

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 辽中南城市群、 哈长城市群、 海峡西岸城市群、 山东半岛城

市群、 太原城市群、 中原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 江淮城市群、 长株潭城市群、 鄱

阳湖城市群、 成渝城市群、 关中城市群和北部湾城市群， 具体划分请参见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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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非公共财政支出 ＝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 － 科学支出 － 教育支出 － 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 － 社会保障

补助支出。
二者之比为中心城市占所在省份面积比例乘以所在省份基础设施密度 ／ 外围城市占所在省份面积比例乘

以所在省份基础设施密度。



（２０１４）。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 京津冀城

市群、 哈长城市群、 成渝城市群均视为双核心城市群。 本文选取的样本为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１ 年中国 １６ 个城市群 １４４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 除特别说明外， 所有数据均来自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２） 和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２）。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样本数据描述

变量 观察值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ｒｇｄｐ １４４ １􀆰 ４６７０９４０ １􀆰 ０８７０５１０ ０􀆰 １９１１７５１ ３􀆰 ６７０８２２

ｒａｇｄｐ １４４ ０􀆰 ９２０６６６７ ０􀆰 ２５６８６７２ ０􀆰 ３６４７８３６ １􀆰 ５１７２５８

ｆｄ １４４ １􀆰 ７８４６５４ ０􀆰 ６６５９５３６ ０􀆰 ５２５６３４１ ３􀆰 ３１３４８７

ｒｃｉｔｙｓｉｚｅ １４４ ２􀆰 ０５４６８３ ０􀆰 ９５３４０８７ ０􀆰 １２１８１６５ ５􀆰 １１８９５１

ｒｉｎｖｅｓｔ １４４ １􀆰 １２２２４２ ０􀆰 ２８７６６６２ ０􀆰 ５８４５０６８ １􀆰 ９８０２９３

ｒｈｕｍａｎ １４４ ６􀆰 ３７１８４３ ３􀆰 ７９８９８６ １􀆰 ９０４０８９ １７􀆰 ６３８０１

ｒｃｏｍｐｅｔｅ １４４ １􀆰 ０６８９０９ ０􀆰 ０８６４１９１ ０􀆰 ５７１４３８ １􀆰 ２７１１９４

ｒｏｐｅｎ １４４ ２􀆰 ５４５８３３ ２􀆰 １７６２２２ ０􀆰 ３７１３６８９ １０􀆰 ９２３８９

ｔｒａｎｓ １４４ ０􀆰 ８０８８８７ ０􀆰 ３７１７９８９ ０􀆰 ２５１６８８５ １􀆰 ５３２０５３

　 　

为了更加直观地体现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图 １ 中

分别描绘了空间功能分工与城市群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实际 ＧＤＰ 相对差距、 实际人

均 ＧＤＰ 相对差距之间的散点图和拟合线， 对其进行初步观测。 由图 １ 可见， 中心城

市和外围城市实际 ＧＤＰ 差距的倒 “Ｕ” 型关系并不明显， 而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实

际人均 ＧＤＰ 差距的倒 “Ｕ” 型关系则非常显著。

图 １　 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的散点图与拟合线

６３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四、 计量结果与解释

我们使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２􀆰 ０ 软件对方程 （１） 进行回归分析， 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２。 其

中， 列 １ 和列 ２ 中被解释变量为 ｒｇｄｐ， 列 ３ 和列 ４ 中被解释变量为 ｒａｇｄｐ。
在未控制影响地区差距的其它因素时， 列 （１） 和列 （３） 将地区差距滞后项、

空间功能分工及其二次项均视为内生变量， 列 （２） 和列 （４） 引入其它控制变量，
并在估计中将这些控制变量视为严格外生变量。 列 （１） 回归结果显示， 空间功能分

工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空间功能分工演进扩大了城市群中心

城市与外围城市的经济差距。 列 （２） 回归结果显示， 空间功能分工的二次项系数为

负且同样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 列 （１） 和列 （２） 的回归结果共同表明， 空间功能

分工与城市群地区差距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显著的倒 “Ｕ” 型特征， 即随着空间功能分

工的演进， 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经济产出差距会扩大， 但空间功能分工超过转折点

后， 二者的经济产出差距则会缩小。① 列 （３） 和列 （４） 的回归结果同样证明了二

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Ｕ” 型关系。 表 ２ 中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 二阶序列相关检验 （Ａｒｔ
（２）） 表明， 各模型均不存在显著的二阶残差自相关， 意味着这四个模型所得到的

ＧＭＭ 估计值是无偏和一致的。 同时， 各模型也均通过了衡量整体工具变量有效性的

Ｓａｒｇａｎ 过度识别检验。
从理论上来说， 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的这种倒 “Ｕ” 型曲线关系主要取决于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产生的专业化收益与协调成本之间的力量对比。 空间分工的协调

成本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分工所产生的协调成本基本一致， 主要涉及到知识和信息的

使用和处理。 但在空间意义上突出的是广义的运输成本， 包括货物、 人员以及思想和

知识的流动成本。 特别是随着新经济的兴起， 思想和知识的流动成本更加重要。 也即

在较低的初始空间功能分工情形下，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基础上的城市空

间功能分工演进带来的专业化收益大于协调成本， 城市群产出增速会加快； 与此同

时，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基础上空间功能分工能有效降低中心城市的拥挤

成本， 使中心城市的经济产出增加更快， 从而扩大其与外围城市之间的经济产出差

距。 但是随着空间功能分工的进一步演进， 城市间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调成本会

不断增加， 空间功能分工带来的专业化收益逐渐被不断增加的协调成本所抵消， 城市

群产出增速放缓， 特别是中心城市的产出增速快速放缓， 由此导致其与外围城市之间

的经济产出差距缩小。

７３

赵　 勇　 齐讴歌： 空间功能分工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吗？

① 需要说明的是， 单核城市群和双核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水平计算处理方法的不同， 会影响空间功能分

工的测算结果， 进而会对其与地区差距的回归结果造成一定的差异。 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这一点。



表 ２　 系统广义矩模型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ｒｇｄｐ ｒｇｄｐ ｒａｇｄｐ ｒａｇｄｐ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Ｌ􀆰 ｒｇｄｐ
０􀆰 ９５５８∗∗∗

（９２􀆰 ０１）
１􀆰 ０２４０∗∗∗

（１２􀆰 ９２）

Ｌ􀆰 ｒａｇｄｐ
０􀆰 ７８１７∗∗∗

（１０􀆰 ８３）
０􀆰 ７５５６∗∗

（２􀆰 ６１）

ｆｄ
０􀆰 ２６９１∗∗∗

（１５􀆰 ４１）
０􀆰 １７６７∗∗∗

（４􀆰 ２７）
０􀆰 １７９４∗∗

（３􀆰 ０７）
０􀆰 ２３６４∗∗∗

（３􀆰 ９８）

ｆｄ２ － ０􀆰 ０７１２∗∗∗

（ － ８􀆰 ５２）
－ ０􀆰 ０３５３∗∗∗

（ － ３􀆰 ６３）
－ ０􀆰 ０４３３∗∗

（ － ２􀆰 ９１）
－ ０􀆰 ０４９５∗∗∗

（ － ４􀆰 ３１）

ｒｃｉｔｙｓｉｚｅ
０􀆰 ０３４６∗∗

（２􀆰 ９５）
０􀆰 １１３３∗∗

（２􀆰 ５４）

ｒｉｎｖｅｓｔ
０􀆰 ０８３１∗∗

（３􀆰 １４）
０􀆰 ０６９３∗∗

（２􀆰 ７１）

ｒｈｕｍａｎ
０􀆰 ００６７∗

（２􀆰 ３９）
０􀆰 ００９４∗

（２􀆰 １０）

ｒｃｏｍｐｅｔｅ
－ ０􀆰 ０１４５∗

（ － ２􀆰 ５７）
－ ０􀆰 １９５２∗

（ － ２􀆰 ３３）

ｒｏｐｅｎ
－ ０􀆰 ０００５
（ － ０􀆰 １０）

－ ０􀆰 ００３２
（ － ０􀆰 ３７）

ｔｒａｄｅ
－ ０􀆰 ０１１０
（ － ０􀆰 ６９）

－ ０􀆰 ０２００
（ － ０􀆰 ５１）

＿ｃｏｎｓ
－ ０􀆰 １７００∗∗∗

（ － ６􀆰 ７３）
－ ０􀆰 ３４３０∗

（ － ２􀆰 ２１）
０􀆰 ０１６８
（０􀆰 １７）

－ ０􀆰 ６２４２
（ － ０􀆰 ５７）

Ｎ １２８ １２８ １２８ １２８

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Ａｒｔ（１）检验 Ｐ 值 ０􀆰 １１６９ ０􀆰 ０９８９ ０􀆰 ０７７８ ０􀆰 ０９８８

Ａｒｔ（２）检验 Ｐ 值 ０􀆰 ５１２２ ０􀆰 ５３１６ ０􀆰 ２２０２ ０􀆰 １８９０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Ｐ 值 ０􀆰 ７１９７ ０􀆰 ９９９１ ０􀆰 ９１４５ ０􀆰 ９４８０

　 　 注： （１） 括号中的数字为 ｔ 值； （２）∗∗∗、∗∗、∗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１％ 、 ５％和 １０％ 。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 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仍然处于集聚为主的阶段 （陈秀

山、 徐瑛， ２００８）， 制造业分布总体上呈现出先集聚后微弱扩散的基本趋势 （范剑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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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 ２０１３）。 上述特征表明，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带来的收益仍然大于协调成本。 这

一阶段性特征决定了， 随着空间功能分工的继续演进， 城市群地区差距会呈现出不断

扩大的态势。 同时， 以地区间竞争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 导致区域间市场分割以及

“以邻为壑” 等现象较为突出， 城市群区域的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 在较低的市场一

体化水平下， 中心城市会利用其行政等级和中心市场优势， 在空间资源配置以及区域

竞争合作中获得更大的优势。 因此， 随着空间功能分工的演进， 地区差距也会进一步

扩大。
列 （２） 和列 （４） 的控制变量中， 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规模差异以及投资规

模差异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即至少 ５％ 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 说明城市规模差异和

投资规模差异对地区差距有着非常显著的解释力。 也即， 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规模

差异和投资规模差异越大， 二者的地区差距也就越大。 这一结果也表明， 规模经济和

投资驱动是影响城市经济发展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这与我国当前所处阶段特征是吻

合的。 同时， 人力资本差异对于地区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这意味着人力资本规

模差异对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地区差距具有显著的扩大作用。 中心城市与外围城

市地方政府竞争的系数为负， 说明地方政府竞争程度的提高会缩小二者之间的地区差

距， 这一结果间接表明地方政府对于区域协调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对外开放程度

和运输条件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表明对外开放和运输条件改善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还

需进一步的观察和验证。
上述各项检验均表明， 空间功能分工与城市群地区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Ｕ”

型关系， 即随着空间功能分工的演进， 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经济产出差距会扩大，
但随着空间功能分工超过转折点， 二者的经济产出差距则会缩小。

五、 空间功能分工 “拐点” 及各城市群具体情况

从上述检验中我们可以得出， 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的倒 “Ｕ” 型关系在中国

总体上是成立的， 但是我们还不清楚中国各个城市群的具体情况。 我们所关心的另一

个问题或者更有意义的问题是， 中国哪些城市群已经进入倒 “Ｕ” 型曲线的后半段，
哪些城市群正在或即将跨越 “拐点”， 哪些城市群还处在倒 “Ｕ” 型曲线的前半段？
由此， 针对各个城市群的不同情况，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为了回答这些

问题， 我们根据表 ２ 中系统广义矩 （ＳＹＳ⁃ＧＭＭ） 估计中列 （４） 的结果对中国 １６ 个

城市群按照空间功能分工进行分类。
我们首先按照伍德里奇 （２００７） 关于计算含二次式模型拐点的方法，① 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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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计算方法为： ｘ∗ ＝ ｜ β
︿
１ ／ （２ β

︿
２） ｜ 。 其中， β

︿
１是 ｘ 的估计系数， β

︿
２是ｘ２的估计系数。



中国整体上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转折点大致在 ２􀆰 ３８７８。 从 ２０１１ 年各个城市群空间

功能分工程度来看， 仅有长三角、 珠三角和京津冀 ３ 大城市群处于转折点的右侧； 山

东半岛、 关中、 北部湾、 海峡西岸和辽中南 ５ 个城市群正在或即将跨越拐点； 其余 ８
个城市群仍然处于转折点的左侧， 而且大多数距离拐点的时间非常长， 这意味着这 ８
个城市群的地区差距还会随着空间功能分工的演进而进一步扩大。 同时， 我们还可以

观察到， 这 ８ 个城市群中， 除哈长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外， 其余均位于中部地区， 这

和中部地区相对落后的空间功能分工水平相对应。 中部地区城市群的空间功能分工水

平相对较低， 空间功能分工给中心城市带来的收益大于外围城市， 从而进一步扩大地

区差距。 东部地区发达城市群已成功跨越了拐点，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给中心城市带

来的收益小于外围城市， 从而会缩小二者之间的地区差距。 除成渝城市群和哈长城市

群以外的西部地区城市群和东北地区城市群正在或即将跨越拐点，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

工对地区差距的影响方向则不是很明显。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

论： 中国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之间存在着倒 “Ｕ” 型曲线特征； 相对而

言， 东部主要城市群已经跨越拐点， 进入地区差距的下降期； 除成渝和哈长城市群之

外的西部城市群以及东北城市群正在跨越或即将跨越拐点； 而中部城市群仍然处于倒

“Ｕ” 型曲线的前半段且空间功能分工程度极低， 其地区差距可能会随着空间功能分

工演进而进一步扩大。
从上述结论来看， 与一般的经验直觉形成强烈反差的是， 西部地区城市群空间功

能分工水平整体上高于中部地区。 其可能的原因在于：
第一， 中部地区与作为中心地区的东部地区空间临近且存在较为紧密的经济

联系， 其接受东部中心市场的辐射较为明显， 东部地区中心城市对中部地区服务

业的发展产生了 “虹吸效应”， 并使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向东部中心城市集聚， 从而

限制中部地区服务业的发展。 与此相反， 西部地区城市群与东部中心城市距离较

远， 经济联系相对较弱， 根植于当地的制造业发展需求会使服务业得到发展并向

西部城市群中心城市集聚。 一些研究也发现， 一些服务产业虽然不可贸易， 但是

由于对它的需求在地理上是集聚的， 也会表现出集聚的特征 （ Ｊｅ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在服务业的供给上， 部分服务业也存在着规模报酬递增效应。 陆铭和向宽

虎 （２０１２） 对中国的实证研究发现，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到区域性大城市距离呈

现出 “Ｕ” 型曲线关系， 即随着到大城市距离的增加， 三产的劳动生产率先下降

后上升； 而一个城市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与该城市到大港口的距离存在着三次的

“∽” 型曲线关系， 即随着到港口距离的增加，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出先下降后

上升最后又下降的规律。
第二， 中西部城市群在城市规模与经济规模差异方面存在显著的不同。 通常来

说， 中心城市会对周边中小城市产生吸纳效应， 中心城市的服务业具有替代同一城市

体系内其他城市服务业的作用。 但是中部地区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城市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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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规模差异相对较小， 而西部地区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差异则较大。 中

部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规模差异较小导致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不强， 使得服务

业在中心城市的集聚程度不高， 制约了空间功能分工格局的形成。 例如， ２０１１ 年，
成渝、 北部湾、 关中等西部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城市规模比分别为 ５􀆰 １、
３􀆰 ３ 和 ２􀆰 ２， 而江淮、 长株潭、 鄱阳湖、 长江中游、 中原和太原等中部城市群二者的

城市规模比仅分别为 ２􀆰 １２、 １􀆰 ２８、 １􀆰 ２９、 １􀆰 ７９、 １􀆰 ９９ 和 １􀆰 ２７。
为了进一步确定各个城市群未来空间功能分工演化的可能态势， 我们计算了各个

城市群距离拐点的时间。 也即， 以 ２０１１ 年的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指数为起点， 各个

城市群需要经过多少年才可以跨越拐点值？ 计算过程分三步： 第一步， 根据各个城市

群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１ 年的数据计算出各自的空间功能分工平均增长率 ｒ； 第二步， 确定

各个城市群 ２０１１ 年的空间功能分工指数 ｘ； 第三步， 根据中国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

的拐点值和各个城市群 ２０１１ 年空间功能分工的比值， 对 （１ ＋ ｒｉ％ ） 开 ｎ 次方， 最终

计算得出的 ｎ 即是各个城市群达到拐点值所需要的时间。① 表 ３ 列示了中国 １６ 个城市

群距离拐点的时间以及跨越拐点年份的估计结果。
根据表 ３ 的估算结果， 我们可以发现， 山东半岛、 海峡西岸、 关中、 北部湾城市

群在 ２０１６ 年左右就可以跨越拐点， 而长株潭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则分别需要 ７ 年和 １０
年左右的时间， 太原城市群则需要 ２３ 年左右的时间， 其余城市群 （包括成渝、 哈

长、 鄱阳湖、 中原和江淮城市群） 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从上述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几

方面的结论：
第一， 城市群划分标准和范围界定需基于集聚基础上的城市功能分工角度来划

分。 从计算分析可以看到， 成渝、 哈长、 鄱阳湖、 中原和江淮城市群由于空间功能分

工程度极低且演进速度极慢 （特别是江淮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增速一直为负）， 如果

其演进速度在未来不发生变化的话， 这些城市群将很难出现典型的空间分工格局， 跨

越拐点所需时间也可能极其漫长。 这也意味着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 这些城市群依然

会处于地区差距较大的阶段。② 同时， 结合前面关于中部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较低原

因的分析， 上述结果也可能表明， 鄱阳湖、 中原和江淮等城市群由于不具备分工合作

的基础， 只是空间意义上的城市密集区， 还没有达到经济区意义上的城市群标准。 另

外， 更具可能性的是， 这些地区在城市功能分工意义上属于另一城市群的一部分， 特

别是江淮和鄱阳湖城市群更加接近长三角城市群， 在城市功能意义上属于长三角城市

群辐射范围， 并不构成单独的城市群。 因此， 仅仅将地域临近的诸多城市看作是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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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具体计算公式： Ｘ∗ ＝ Ｘ２０１１
ｉ ∗（１ ＋ ｒｉ％ ） ｎ。 其中， Ｘ∗ 为中国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拐点值 （２􀆰 ３８７８），

Ｘ２０１１
ｉ 为第 ｉ 个城市群 ２０１１ 年的空间功能分工水平， ｒｉ％为第 ｉ 个城市群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１ 年空间功能分工平均增速。

当然， 由于异质性因素，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各个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演进速度可能不尽相同， 进

而使得跨越需要的时间出现一定的差异。 同时， 国家战略和政策倾斜等外部性冲击也可能会影响这一过程。



群的做法， 并不符合城市功能分工意义上城市群的概念， 这样的划分也难以真正发挥

城市集群效应和分工协同效应。

表 ３　 中国 １６ 座城市群跨越空间功能分工拐点的时间

区域 城市群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１ 年空间功

能分工平均增速

２０１１ 年空间功

能分工指数
距离拐点时间（年）

跨越拐点

时间（年）

东部

地区

京津冀 ０􀆰 ０５３９４１ ２􀆰 ８９３２９１ 已跨越 ２００５

长三角 ０􀆰 ０７００８６ ３􀆰 ０８１３８４ 已跨越 ２００５

珠三角 ０􀆰 ０４００９８ ３􀆰 ０２６３０８ 已跨越 ２００５

山东半岛 ０􀆰 ０４９９８２ ２􀆰 ３７６１３２ １ ２０１２

海峡西岸 ０􀆰 ０３１６３１ ２􀆰 ０６１４２６ ５ ２０１６

西部

地区

关中 ０􀆰 ２３１６１３ ２􀆰 ０１５７８５ １ ２０１２

北部湾 ０􀆰 １３２８９４ １􀆰 ６７６５９３ ３ ２０１４

成渝 ０􀆰 ００７１０５ １􀆰 ４０４００７ — —

中部

地区

太原 ０􀆰 ０２８７２１ １􀆰 ２５２１８０ ２３ ２０３４

中原 ０􀆰 ００２２３５ １􀆰 ３４８３４３ — —

长株潭 ０􀆰 ０４１５００ １􀆰 ８１９９９７ ７ ２０１８

长江中游 ０􀆰 ０４７２７９ １􀆰 ４８９２５４ １１ ２０２２

江淮 － ０􀆰 ０４２７４０ １􀆰 １８２００８ — —

鄱阳湖 ０􀆰 ００９６９６ １􀆰 １３９８１６ — —

东北

地区

辽中南 ０􀆰 ０２７８６５ ２􀆰 ３６８４１６ １ ２０１２

哈长 ０􀆰 ００３１０４ １􀆰 １９２１１５ — —

　 　 注： （１） 空间功能分工指数拐点值为 ２􀆰 ４２８１； （２） 拐点时间作了取整处理； （３） 长江中游城市群具体指武

汉城市圈； （４） “—” 表示跨域拐点需要的时间超过 ２３ 年， 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 因此未做具体估算。

第二， 双核城市群的空间功能分工特征不同于单核城市群。① 中国许多城市群都

呈现出双核特征， 例如长三角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 哈长城市群以及成渝城市

群。 其中， 哈长城市群、 成渝城市群属于较为成熟的城市群， 但其空间功能分工指

数极低， 与经验直觉判断差异较大， 而且距离跨越拐点的时间仍然极长。 从这一结

果可以初步得出双核城市群的空间功能分工特征不同于单核城市群的推论， 但是得

出这一结论的依据并不可靠。 原因在于， 我们在成渝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计算过程

中， 将重庆市整体与成都作为核心城市， 而将四川省其他地级城市作为外围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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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法可能存在偏误。 因此， 我们采用如下两种方法重新进行计算验证： 第一种

方法是将重庆市辖区与成都市作为核心城市， 将重庆所辖县以及四川除成都之外的

地级城市作为外围城市， 重新计算成渝城市群空间功能指数。 第二种方法是将重庆

整体剔除， 仅将成都市作为中心城市， 将四川省除成都之外的地级市作为外围城市

（见图 ２）。 使用上述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显示， 与我们最初使用方法得出的结论仍

然基本一致， 成渝城市群空间功能指数总体上较低而且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 由

此， 我们可以较为有把握地得出双核城市群的空间功能分工特征不同于单核城市群

的结论。

图 ２　 两种方法计算的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１ 年成渝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指数

因而， 针对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所处阶段的不同， 不同的城市群需要采取差异化

的策略， 才能有效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东部地区的任务是继续优化空间功能分工格

局， 在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协同发展和共同发展。 西部地区需要保持空间功能分工

格局以进一步缩小地区差距。 中部地区城市群则需要继续推动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

间的合作， 加快空间功能分工演进， 尽快进入倒 “Ｕ” 型曲线的后半段。 另一方面，
根据实证结果， 相关控制变量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同样较大， 所以也应尽量避免因城市

行政等级差异造成的城市规模和投资规模差异， 以及由此引起的地区差距扩大， 并通

过加快对外开放、 改善运输条件、 促进良性的地方政府竞争等措施来促进城市群协调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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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与政策启示

按照新经济地理学对集聚与地区差距的钟状曲线关系的认识， 随着一体化程

度的不断提高， 地区差距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这一规律在当前中国城市

群范围内是否成立？ 如果成立， 其拐点应该在什么地方？ 本文运用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１
年中国 １６ 个城市群面板数据， 使用系统广义矩等方法对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地

区差距的倒 “Ｕ” 型曲线特征进行了验证。 模型估计结果表明， 城市群空间功能

分工与地区差距存在典型的倒 “Ｕ” 型关系； 对各个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拐点测

算的结果表明， 中国有一半的城市群已经跨越或正在跨越拐点， 但是中部一些城

市群仍然处在倒 “Ｕ” 型曲线的左侧， 而且距离空间功能分工拐点的时间仍然较

长。 上述结论对于当前通过区域合作分工来促进区域协调、 协同和共同发展具有

重要的政策启示：
一是应基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基础上的城市功能分工维度来完善

城市群划定标准和范围。 已有关于城市群空间范围的划分标准， 主要基于城市空间

临近性以及通达性来进行。 上述划分方法不仅难以反映城市群的经济属性， 特别是

难以反映城市群空间集聚、 城市功能分工以及区域一体化等根本性特征， 而且也难

以反映中国行政区经济主导背景下城市群概念本身所蕴含的推进区域一体化的隐性

政策含义， 进而导致政策制定与实践操作过程中城市群概念变成 “一群城市” 的代

名词。 因此， 在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发展城市群过程中， 需要基于集聚基础上的

城市功能分工维度来进一步完善城市群划定标准， 以便客观识别和评估城市群发展

程度。
二是要解决城市群区域分工合作的驱动力问题。 处于倒 “Ｕ” 型曲线左侧的城市

群， 空间功能分工演进会扩大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地区差距， 导致外围城市的地方

政府在促进空间功能分工过程中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 或者说， 在推进区域分工与合

作过程中， 需要解决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分工与合作中的激励不相容问题。 在当前中

央地方治理体系以及区域治理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 从中央政府层面进

行协调以促进区域合作是相对有效的方式， 可作为未来推进区域合作的主要方式。 在

推进区域分工合作过程中， 可以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作为区域合作和协同发展的试

点， 探索推进区域合作的新机制和新方式， 在试点的基础上向其他城市群区域进行

推广。
三是要采取差异化的城市群区域分工合作策略。 中部部分城市群由于产业结构、

城市规模等方面的因素， 导致其并不具备形成 “中心城市以服务业集聚为主， 外围

城市以制造业集聚为主” 的空间功能分工的基础和条件， 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也很难

形成典型的空间功能分工格局。 所以， 在推进区域分工合作过程中， 应针对城市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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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阶段的不同采取差异化的策略， 确定其区域合作的重点和内容， 并探索相应的合作

路径和合作方式， 分类、 分层推动城市群协调协同发展。 对于空间功能分工已经越过

转折点的东部城市群， 主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使 “有效市场” 在区域合作以及

空间功能分工演进过程中发挥主导力量， 在区域协调发展基础上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和

共同发展。 对于正处于或即将跨越拐点的城市群， 在市场力量的作用基础上， 积极发

挥 “有为政府” 在促进区域分工与合作中的作用， 加快推动空间功能分工迈过转折

点， 尽快进入倒 “Ｕ” 型曲线的后半段。 对于尚处于转折点左侧且空间功能分工程度

较低的城市群， 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力量， 在促进空间功能分工过程中， 通过援

助合作、 财政转移、 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手段， 使地区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围内。 但是对

于江淮、 鄱阳湖、 中原、 哈长等空间功能分工程度极低且演进非常缓慢的城市密集

区， 由于不具备成为城市群的条件或者分工合作的基础， 也就没有必要通过促成空间

功能分工格局的形成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四是进一步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同城化建设、 深化对外开放以及弱化城市行政等级

等措施来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 一方面， 以基础设施同城化为方向， 以运输贸易条件

和通讯设施的完善为重点， 进一步降低区域分工合作中的协调成本， 促进空间功能分

工演进， 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 另一方面， 进一步通过改革创新打破地区封锁和

利益藩篱， 在对内和对外开放过程中促进区域合作， 重点推进市场一体化， 以市场一

体化带动区域协调发展。 此外， 在现行城市型政区体制以及城市行政级别未得到根本

改革的情况下， 应避免将城市行政级别 “扩大化”， 弱化城市行政等级在公共资源配

置中的作用， 降低因城市行政等级差异造成的城市规模和投资规模差异， 以及由此引

致的地区差距扩大化。

参考文献
陈国亮、 陈建军 （２０１２）： 《产业关联、 空间地理与二三产业共同集聚———来自中国 ２１２ 个城

市的经验考察》， 《管理世界》 第 ４ 期， 第 ８２ ～ １００ 页。
陈建军、 陈菁菁 （２０１１）：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定位研究———以浙江省 ６９ 个城市和

地区为例》， 《中国工业经济》 第 ６ 期， 第 １４１ ～ １５０ 页。
陈秀山、 徐瑛 （２００８）： 《中国制造业空间结构变动及其对区域分工的影响》， 《经济研究》 第

１０ 期， 第 １０４ ～ １１６ 页。
范剑勇 （２００４）： 《长三角一体化、 地区专业化与制造业空间转移》， 《管理世界》 第 １１ 期， 第

７７ ～ ８４ 页， ９６ 页。
范剑勇 （２００８）： 《产业结构失衡、 空间集聚与中国地区差距变化》， 《上海经济研究》 第 ２ 期，

第 ３ ～ １３ 页。
范剑勇 （２０１３）： 《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北京： 人民出版社， 第 １ ～ １８ 页。
范剑勇、 李方文 （２０１１）： 《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影响： 一个综述》， 《南方经济》 第 ６ 期，

第 ５３ ～ ６６ 页。

５４

赵　 勇　 齐讴歌： 空间功能分工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吗？



范剑勇、 邵挺 （２０１１）： 《房价水平、 差异化产品区位分布与城市体系》， 《经济研究》 第 ２ 期，
第 ８７ ～ ９９ 页。

范剑勇、 谢强强 （２０１０）： 《地区间产业分布的本地市场效应及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
《经济研究》 第 ４ 期， 第 １０７ ～ １１９ 页。

范剑勇、 张雁 （２００９）： 《经济地理与地区间工资差异》， 《经济研究》 第 ８ 期， 第 ７３ ～ ８４ 页。
范剑勇、 朱国林 （２００２）： 《中国地区差距演变及其结构分解》， 《管理世界》 第 ７ 期， 第 ３７ ～

４４ 页。
高波、 陈键、 邹琳华 （２０１２）： 《区域房价差异、 劳动力流动与产业升级》， 《经济研究》 第 １

期， 第 ６６ ～ ７９ 页。
江静、 刘志彪 （２００６）： 《商务成本： 长三角产业分布新格局的决定因素考察》， 《上海经济研

究》 第 １１ 期， 第 ８７ ～ ９６ 页。
柯善咨、 赵曜 （２０１４）： 《产业结构、 城市规模与中国城市生产率》， 《经济研究》 第 ４ 期， 第

７６ ～ ８８ 页。
刘秉镰、 武鹏、 刘玉海 （２０１０）： 《交通基础设施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省域数据

的空间面板计量分析》， 《中国工业经济》 第 ３ 期， 第 ５４ ～ ６４ 页。
陆铭、 向宽虎 （２０１２）： 《地理与服务业———内需是否会使城市体系分散化？》， 《经济学 （季

刊）》 第 ３ 期， 第 １０７９ ～ １０９６ 页。
魏后凯 （２０１３）： 《构建面向城市群的新型产业分工格局》， 《区域经济评论》 第 ２ 期， 第 ４１ ～

４３ 页。
（美） 伍德里奇 （２００７）： 《计量经济学导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 １９３ 页。
张若雪 （２００９）： 《从产品分工走向功能分工： 经济圈分工形式演变与长期增长》， 《南方经济》

第 ９ 期， 第 ３７ ～ ４８ 页。
张学良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３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第 １０５ ～ １０７ 页。
赵勇、 白永秀 （２０１２）： 《中国城市群功能分工测度与分析》， 《中国工业经济》 第 １１ 期， 第

１８ ～ ３０ 页。
周黎安 （２００８）：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 官员激励与治理》， 上海：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

社， 第 １ ～ ５ 页。
Ａｍｉｔｉ，Ｍ􀆰 （ ２００５ ）， “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ｙ Ｌｉｎｋ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４９（４），ｐｐ􀆰 ８０９ － ８３２．
Ｃｈｅｎ，Ｂ􀆰 Ｚ􀆰 ａｎｄ Ｙ􀆰 Ｆｅｎｇ （２０００）， “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１（１），ｐｐ􀆰 １ － １５．
Ｃｏｍｂｅｓ，Ｐ􀆰 Ｐ􀆰 ，Ｔ􀆰 Ｍａｙｅｒ，ａｎｄ Ｊ􀆰 Ｆ􀆰 Ｔｈｉｓｓｅ （２００８），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ｐ􀆰 １７０．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Ｇ􀆰 ａｎｄ Ｄ􀆰 Ｐｕｇａ（２００５）， “Ｆｒｏｍ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ｔｏ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５７（２），ｐｐ􀆰 ３４３ － ３７０．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Ｇ􀆰 ａｎｄ Ｄ􀆰 Ｐｕｇａ （２０１４），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ｇｈ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ｕｒｌａｕｆ （ ｅｄ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Ｖｏｌ􀆰 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ｏｒｔｈ⁃Ｈｏｌｌａｎｄ，ｐｐ􀆰 ７８１ － ８５３．
Ｅｌｌｉｓｏｎ，Ｇ􀆰 ，Ｅ􀆰 Ｌ􀆰 Ｇｌａｅｓｅｒ ａｎｄ Ｗ􀆰 Ｒ􀆰 Ｋｅｒｒ （２０１０）， “Ｗｈａｔ Ｃａｕｓ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６４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００（３），ｐｐ􀆰 １１９５ － １２１３．
Ｆｌｅｉｓｈｅｒ，Ｂ􀆰 ， Ｈ􀆰 Ｚ􀆰 Ｌｉ， ａｎｄ Ｍ􀆰 Ｑ􀆰 Ｚｈａｏ （ ２０１０）， “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９２（２），ｐｐ􀆰 ２１５ － ２３１．
Ｆｕｊｉｔａ， Ｍ􀆰 ， Ｐ􀆰 Ｋｒｕｇｍａｎ， ａｎｄ Ａ􀆰 Ｊ􀆰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 １９９９ ），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ｉｔｉ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ｐｐ􀆰 １ － ５．
Ｆｕｊｉｔａ，Ｍ􀆰 ａｎｄ Ｊ􀆰 Ｆ􀆰 Ｔｈｉｓｓｅ（２００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ｐｐ􀆰 １６９ － ２１６．
Ｇｌａｅｓｅｒ，Ｅ􀆰 Ｌ􀆰 ａｎｄ Ｊ􀆰 Ｍ􀆰 Ｓｈａｐｉｒｏ（２００３），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Ｉｓ Ｃｉｔｙ Ｌｉｖｉｎｇ Ｂａｃｋ？”，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４３，ｐｐ􀆰 １３９ － １６５．
Ｈｅａｄ，Ｋ􀆰 ａｎｄ Ｔ􀆰 Ｍａｙｅｒ（２００４），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ｓ ｏｆ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４，ｐｐ􀆰 ２６０９ － ２６６９．
Ｈｅａｄ，Ｋ􀆰 ａｎｄ Ｔ􀆰 Ｍａｙｅｒ（２００６），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Ｗａｇｅ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３６（５），ｐｐ􀆰 ５７３ － ５９４．
Ｈｅｌｐｍａｎ，Ｅ􀆰 （１９９８），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ｓ，ｉｎ Ｄ􀆰 Ｐｉｎｅｓ，Ｅ􀆰 Ｓａｄｋａ ａｎｄ Ｉ􀆰 Ｚｉｌｃｈａ（ ｅｄｓ􀆰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ｏｎｄ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ｐｐ􀆰 １ － ２４．
Ｊｅｎｓｅｎ，Ｊ􀆰 Ｂ􀆰 ，Ｌ􀆰 Ｇ􀆰 Ｋｌｅｔｚｅｒ，ａｎｄ Ｊ􀆰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Ｔｒａｄａｂｌ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ｆｓｈｏｒｉｎｇ，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Ｔｒａｄｅ Ｆｏｒｕｍ，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ｐｐ􀆰 ７５ － ２３３．
Ｋｒｕｇｍａｎ，Ｐ􀆰 Ｒ􀆰 （１９９１），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ｐｐ􀆰 １ － ５．

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Ｎａｒｒｏｗ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ＺＨＡＯ Ｙｏｎｇ１， ＱＩ Ｏｕ⁃ｇｅ２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８，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Ｘ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Ｘｉ􀆳ａｎ，７１０１２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ｐｒｏｖｅ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ｎａｒｒｏｗ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ａｐ􀆰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ｕｓｉｎｇ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１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ａｂｏｕｔ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ｔ ｃｏｎｆｉｒｍ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 Ｕ” ｃｕｒ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Ｎａｍｅｌｙ，ｂｙ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ｔｈ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ｅｘｐａｎｄ，ｂｕ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ｔｈ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ｎａｒｒｏｗ􀆰 Ｉｔ ａｌｓｏ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ａｎ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７４

赵　 勇　 齐讴歌： 空间功能分工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吗？



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 ｃｕｒｖ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ｏｒ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ａｂｏｕｔ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
ｃｕｒｖｅ，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ｍ ｗｉｌｌ ｎｅｅｄ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ｔｏ ｓｔｒｉｄ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ｃｕｂｉｃ “∽” ｃｕｒ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ｐｏｒｔ，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ｉｓ ｈｉｇ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ｓ ｌｏｗ􀆰 Ｔｈｉｓ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ｒ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 ｃｕｒｖｅ

责任编辑： 武占云

８４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